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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综论

———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为视角

万 明

【提要】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新兴学科。1981 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
会成立，标志着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创立。回顾学科的发展轨迹，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四十余年
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学术共同体平台的搭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中
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对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研究做出了重要贡
献，藉此也可展望学科未来发展的前景。
【关键词】 中外关系史学会 学术共同体 三大体系 中外关系史学科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1981 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
立，标志着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创立。本文简要回顾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这一学术性团体成立四十余
年的历程，总结学会及分散于诸多专门领域的学者们对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

即对中外关系史学科“三大体系”建设发展脉络和学科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最后设想与展望学科未
来的发展。由于中外关系史学科具有宽泛性、交叉性、开放性和庞杂性的特点，这里对于改革开放以
后此学科发展历程的叙述，难免挂一漏万，尚祈方家教正。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Ｒelations) 是国家民政部所

属全国性一级学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原历史研究所)

的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的学术性社会团体。1981 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于厦门成立。学会会员由
全国范围内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科研、教学和出版人员组成，学会设有丝绸之路委员会、中外文化交流
委员会、中日关系委员会 3 个分委员会，将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出版部门的学者团结在一起，进
行中外关系史研究、教学、出版方面的学术交流。学会研究领域和范围是中国中外关系史，以远古至
1840 年的古代为主;宗旨和业务范围是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包括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组织国内、国
际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外关系史译丛》《中外关系史研究通讯》等。由于中
外关系史是一个新兴学科，全国各高等院校一直以来未有专业设置，因此四十余年来学会起到了汇

聚学术力量的关键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新兴学科在高校专业设置上的缺失。学会通过学术研
讨会的形式组织学术活动，搭建学术共同体平台，引领学术潮流，积极团结和带领中外关系史学界同

人开拓进取，会员从最初的 50 人发展到鼎盛的八百余人。学会在学科发展和繁荣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为推动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63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综论

一、成立与开新:学会成立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创立

1978 年，暨南大学朱杰勤发表了《关于大力发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建议》一文，次年在中国历史
学规划会议上，他提出探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①得到学界的广泛赞同。

1981 年 5 月在厦门召开了“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对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开
创意义。会议选举宦乡(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为名誉理事长，孙毓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 为理事长，韩振华(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姚楠(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
审) 为副理事长。学会名誉理事陈翰笙、季羡林、翁独健、韩儒林、朱杰勤、吴廷璆、侯方岳、陈碧笙、章
巽等均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著名专家。学会成立四十余年来，共选举产生了九届理事会，会长、副会
长均是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发挥了学科带头人的重要作用。第二届理事会( 1986
年) 理事长韩振华，副理事长姚楠、陈高华; 第三届理事会( 1992 年) 会长韩振华，副会长夏应元、谢
方、芦苇;第四届理事会( 1997 年) 会长夏应元( 按照民政部规定的年龄关系，1999 年由耿昇接任会
长，夏应元任荣誉会长) ，副会长 5 人;第五届理事会( 2001 年) 会长耿昇，副会长 11 人; 第六届理事
会( 2005 年) 会长耿昇，副会长 18 人;第七届理事会( 2009 年) 会长耿昇，副会长 21 人;第八届理事
会( 2013 年) 会长丘进，执行会长万明，副会长 17 人;第九届理事会( 2017 年) 会长万明，副会长 21
人。陈佳荣任第五—七届名誉会长，耿昇任第八、九届荣誉会长。自第四届理事会设立学术委员
会，主任谢方;第五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谢方、黄时鉴; 第六、七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大
正、黄时鉴;第八、九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主任蔡鸿生、周伟洲。学会搭建起全国中外关系史研究
的学术共同体平台。四十余年来，学会几乎囊括了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各方面的杰出专家，引领
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潮流，取得了重大成绩，限于篇幅，恕不能在此对各位专家一一列名

表示敬意。现学会已组织 50 位专家学者撰写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 1978—2019》一书，综述老
中青三代学者对学科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正待出版。下面仅略述中外关系史学科四十余年来的
发展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了解历史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历史学

发展和史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不可或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应运而生。第一届理事长孙毓棠在学会
编辑的《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前言中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与
世隔绝的;它必然要和周围各国人民发生接触和交往。历史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这种接触和交往也
就越扩大、越频繁。它不但促进了本国和本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也促进了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社会
的向前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②按照先因后创的学科发展
规律，追寻学科体系产生的渊源。改革开放前只有中西交通史，改革开放后提出了中外关系史，不仅
是专有名词概念的改变，而且是一种研究视野和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拓展相对片面的中西交通视

野，关注中外关系———中国与整体世界的关系，新的开放性认识促成了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具有理论
建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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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朱杰勤:《怎样研究中外关系史》，朱杰勤:《朱杰勤文集:史学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55—356 页。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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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构与特色: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初建

20 世纪 80 年代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外关系史开始确立它在中国史中的地
位，开创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发展的新局面。中外关系史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改革开放
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史学学科之一，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到现代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相结合的宏大学科体系建构，成为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建构特色

第一，开放性。史学的更新，源自其开放性。中国古代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外关系史
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间跨度极大，包含远古至 1840 年以来的五千余年; 内
容极为丰富，涉及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和中外文明的互联互鉴。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提炼古代中外关系的历史经验，增强理论构建，总结中外关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为全球治

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是学科体系承担的时代使命。
第二，交叉性。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一门交叉学科，一半是中国史，一半是世界史，产生于社

会科学现代化的背景之中，也是多学科“交叉点”“接合部”孕育生发出来的学科。四十余年来，学会
汇聚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外国语等诸多学科的学者，老一辈学贯中西，新一代纵横古今，建立
了跨学科的多元学术生长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为不断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做出重要贡献。
第三，综合性。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宽广性，研究领域的交叉包容性，研究手段与工具的不断

多样化，学科之间既高度分化又互相渗透，使得传统的分支学科不断相互融合、相互连接，新兴的分
支学科迅速相互交错、相互汇合，形成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综合建构。中外关系史学科体
系的诸多重要分支学科，如丝路学、敦煌学、海外汉学、郑和学等，从引进西方研究成果，到超越西方
学术形成本土的理论构建，四十余年来发展迅猛，成就斐然。以丝路学为例，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实践下，已形成了中国学派，为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 二) 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初步建构与发展

从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走过了漫长的萌芽与发展阶段。新兴的中外关系史学科实现了三
步递进的历程:西域南海史—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下面以学会为主线综论学科建设与学术话
语体系的创立发展过程。
四十余年来，学会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学术体系，有着明显的学术发展主线，也有理论的建

构，开创了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学术多元发展新格局，发挥了重要的学术引领作用。学会主要通过
学术研讨会的形式，不断团结和带领中外关系史学界同人开拓进取，营造活跃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大

力发展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全国的老中青三代会员，是学科创立与学术发展稳步推进的主
体，共同接续努力推出了一批批中国与世界各方面关系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学科体系建设。

1. 回顾: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构的传统基础
从传统史学中，可以寻觅到中外关系史的原生形态和历史源流。自《史记》《汉书》以来，中国与

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接触和交往史不绝书。汉唐以降，广义的西域南海历史囊括了古代中国对外交往
陆上与海上的通道，远及中亚、西亚、南亚乃至非洲、欧洲之一部等，而以官方正史开端的西域南海
史，主要是一种传统王朝经略史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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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关系史学科主要诞生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基础之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纳入西方工业
革命后建立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近代化进程举步维艰，中西关系的重要性突显出来，有远见的

爱国知识分子开始投入西北史地与中西交通史研究。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西交通史迅速兴起发
展的时期，中国学界涌现出一批中西交通史专家学者，如冯承钧、张星烺、向达、方豪等。冯承钧曾留
学法国、比利时，他翻译了大量法国汉学专著，短篇汇辑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另有《中
国南洋交通史》《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等论著。① 张星烺也曾留学欧洲，他于 1930 年出版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其后继续收集史料，1977 年由中华书局重新出版 6 册本，②是中西交通史的奠
基之作。1933 年向达出版的《中外交通小史》一书，③是中西交通史相关的第一部研究专著。方豪的
《中西交通史》则是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④以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为研究重心。这一时
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中西关系，以中国与欧洲关系为主体，集中在交通与文化方面，不能完整涵盖中

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
2. 开创:中外关系史研究学科学术体系建构
新兴学科在进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与此前的研究有了本质的区别，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指

导史学研究成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导。学会成立后，以中国中外关系史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为主题
组织全国性的学术探讨。
新兴学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问题意识，表现在学会将与现实关怀联系紧密的主题拟定为学术

研讨会的主题。1986 年在宁波召开第二次年会，以“中国历史上的闭关与开放”为讨论主题，1988 年
在河北北戴河举办继续讨论“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问题的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讨论了历史
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视域、多时段的学术探索，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国历史上的
开放与闭关政策专辑，⑤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推动了学科理论的建构。此后，学会充分发挥学术团体
的社会功能，搭建学术共同体平台，大力引导各个领域相关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学术研

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开创性地建构了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体系，也有力

助推了史学理论研究发展。
1992 年，朱杰勤、黄邦和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辞典》出版，⑥将包容广泛的中外关系史划分为 13
个部分:古代交往国家与民族和部族、中国对外政策和涉外活动与机构、对外条约协定、中外战争与
军事活动、外交事件与边界边务和侨务问题、出访出使与来访来使、中外交通、中外经济关系、中外文
化关系、中国与国际的关系、地理文物物产、人物、现代中国与各国关系综述。中外关系史学科已初
步建立起内涵广博、框架宏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初步形成了人文科
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术体系。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韩振华是中国中
外关系史学会第二、三届( 1986—1993 年) 会长，研究范围包括海外交通史、南海主权史、华侨史等，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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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华书局 1956—1958 年版、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冯承钧:《南洋交通史》，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 1987 年版。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国中外关系史论丛》第 3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
朱杰勤、黄邦和主编:《中外关系史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韩振华编:《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中华书局 1981 年版;韩振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韩
振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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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院) 培育中外关系史研究人才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他的学术研究开拓了
中外关系史学界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学术新路径。1993 年，张维华主编的高
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一书出版。① 这部教材是中外关系史学科的第一部高等学
校文科教材，以历朝历代对外关系为主干叙述中外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断代史研究成为
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主流形式，初步奠定了以陆海丝绸之路为古代中外关系史的主体研究框架。

三、拓宽与发展: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体系走向繁荣

推动学科繁荣发展的关键，是学会凝聚了在中外关系史广阔领域中老中青三代的优秀学术团

队，组织引领了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高潮。学会主导的学术活动以组织召开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
的方式展开。自 1981 年在厦门大学召开学会成立暨中国中外关系史首次学术讨论会至 2021 年，40
年来学会主办和联合主办的国内外学术研讨会达六十余次，其中 2000—2021 年活动频繁，20 年间举
办了 52 次。
历次会议以探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历史问题为主线，议题多元，可归纳为学术体系发展的

四大方向。鉴于议题丰富，成果众多，恕无法一一展开介绍，只以时间为序略述如下。
1. 重大主题与理论建构。主要有 1986 年“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1988 年“中国历史上的
闭关和开放( 续) ”，2001 年“中国历史上的闭关和开放”，2002 年“中国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史”，
2004 年“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2005 年“多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2006 年“中国对外开
放史”，2008 年“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研究”，2010 年“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2011
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30 周年纪念会暨中外关系史学术讨论会”，2013 年“历史上中外文化的和
谐与共生”，2014 年“全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2015 年“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一带一路’”“华侨
与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 年“中国历史上白银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与国家图书馆合
作“文津讲坛·中国中外关系史”系列讲座，2018 年“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
敦煌论坛:敦煌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国际学术研讨会”、“永宁寺碑”专题研讨会( 在俄罗斯海参崴召
开) ，2019 年“耿昇先生学术纪念会暨中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回顾与丝绸之
路的互动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2019 年年会”。这些结合历史上重大主题召开的会议具有鲜明时
代性，来自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进行多元化讨论，推动了学科繁荣发展与理论架构的深入探讨。

2. 节点城市与区域中外关系。主要有 1992 年“扬州在中外关系历史上的地位”，1994 年“中国
华南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1997 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史”，2003 年“中国
与周边国家关系史”，2004 年“中国与东亚汉文化圈国家关系史”，2008 年“环塔里木中外文化交
流”，2009 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2010 年“东亚区域合作与中日韩关系”，2011 年“广州十三行与
清代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 年“吴越佛教与海外文化交流”“城市与中外民族化交流”，
2018 年“南海《更路簿》与海洋文化”。这些研讨会的召开，不仅是学术探讨，而且对地方经济文化的
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3. 中西文化交流与海外汉学。1998 年“中西文化交流史( 1500—1840 ) ”，1999 年“海外汉学及

041

①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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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2003 年“16—18 世纪的中西关系与澳门”，2005 年“明清以来的中外关系
史”，2007 年“明清之际的中外关系史”。这些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研究。

4. 丝绸之路———丝路学。2000 年“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2001 年“纪念学会 20 周
年暨西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路比较研究”，2005 年“宁波海上丝绸之路”，2006 年“丝绸之路与文
明的对话”，2008 年“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2009 年“草原丝绸之路”，2010 年“丝绸之路与龟兹中外
文化”“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文化”，2011 年“南海文化学术论坛: 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三星堆与南
方丝绸之路: 中国西南与欧亚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 年“‘南澳一号’与‘海上陶瓷之
路’”，2014 年“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太湖文化论坛巴黎峰会( 在法国巴黎吉美博
物馆召开) 、“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2015 年“丝绸之路核心区高峰论坛”，2016 年“丝绸之路的
互动与共生”，2017 年“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示”“中外关系史视野下的丝绸之路与西
北民族”“北方丝绸之路与东北亚古代民族”，2017—2018 年举办“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系列讲座，
2019 年“中国·周村‘丝路之源’高峰论坛”，2020 年“第二届敦煌与丝路文明专题论坛暨敦煌学视
域下的东北西北对话”，2022 年“丝绸之路与文明互鉴国际论坛”。进入 21 世纪，关于丝绸之路的研
究是学会举办最多的主题，凸显了学术导向，综合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之长，创造了开放的中国与世

界对话的活跃氛围，奉献了诸多有力度、有深度的学术成果，逐步建构起中国本土的丝路学。
四十余年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自主设置议题，发挥引导国内外学术研究与讨论的功能，注重

学术对话创新机制，聚焦历史上对外关系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举办了六十余次国际国内会

议，组织全国专家学者们展开跨学科的学术对话交流，从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集中展示了新时代
中国中外关系领域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扎实推进了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
坚持以中国历史实践构建本土的理论，有效增强了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展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新格局。可以说，历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整体推进了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的繁荣发展，充分显示
了学会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作用。自成立以来，学会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译丛》( 5 辑) 、《中外关系史
论丛》( 30 辑)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通讯》( 24 期) 等论著。2011 年名誉会长陈佳荣还独力创办了
学会网站，①汇总了四十余年来的学术交流活动信息，展现了学会广大会员取得的丰硕成果，极大地

推动了中外关系史“三大体系”的建构与发展。

四、引进与超越: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发展的阶段性历程

回顾四十余年来中外关系史研究走过的学术历程，正是对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四十余年来工作

的总结。学科体系建构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学术热点的发展趋势，大体经历了两个具有鲜明特点的
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 1981—1999 年，是学术体系起步与初步形成阶段，以开放地引进与吸收海外
汉学译介为先导;第二阶段为 2000—2021 年，是学术体系迅速发展与完善阶段，以丝绸之路研究为
内核展开全球视野学术对话。
( 一) 第一阶段: 1981—1999 年，引进海外汉学与学术体系初步形成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出现一个热潮，新兴的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成为改革

141

① http: / /www. china － world1981. com /wp － admin /。由于特殊原因，此网站暂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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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后发展最迅速的史学学科之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开启了开放式的中外关系史研

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经历了两大转变:一是从传统中西交通到中外关系的研究范式转变，确立
了学科的基本框架;二是从译介海外汉学经典到中国、中外学术交叉融合，向本土中外关系研究范式
转变，确立了本土学术体系的基本面貌。
新兴学科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大量引进与吸收借鉴西方汉学研究成果，对海外汉学的翻译与研

究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界最令人关注的一个学术领域。通过翻译，西方汉学数十年发展的历史研究方
法与考古方法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如果说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首次译介西方的西域南海学术研究
到中国，掀起了中国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浪潮，那么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译介西方汉学相关中外关

系，特别是丝绸之路学术研究到中国，则掀起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热潮。
以敦煌学发展为例，敦煌研究与丝绸之路研究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后不

久，所藏文书即被西方探险家攫取，流散于英、法、俄、日等国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吸引了西方汉学、
藏学、东方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投入到研究之中，在法国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敦
煌学研究成果，使敦煌学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在许多领域
落后于法国、日本，敦煌学的研究队伍存在着严重青黄不接的现象，以致当时曾有“敦煌在中国，敦煌
学在海外”之说，①深深刺痛了中华学人之心。治中国学术，需要引进吸收外来学说而不忘本土的学
术地位。
西方研究是跨地域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是西方总结的中国历史经验。这就促使中国学者反思

西方学术研究，思考和促进新的中外关系史研究方向的产生。副会长姚楠主持编辑了“中外关系史
译丛”1—5 辑，副会长谢方主持编辑了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和“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两套
丛书，②为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证研究基础。

1998 年，谢方专文介绍“译坛骁将”耿昇，指出自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末，冯承钧去世
后，学界对法国汉学的翻译介绍几成空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汉学重新兴起，涌现了韩伯诗、
石泰安、戴密微、谢和耐、荣振华等著名汉学家，名著迭出，而当时中国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基本上停留
在史料整理阶段，到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普遍开展，引进和借鉴国外汉学研究成果才又提上日程。
耿昇作为史学界“一位翻译介绍西方汉学研究的新人”，“不但填补了冯承钧去世以后的空白，而且
在翻译的数量上和内容的广度上，都超越了前人”。③ 2011 年敦煌史家郑炳林主编《法国汉学研究丛
书》，收入耿昇翻译的《法国敦煌学精粹》《法国西域学精粹》《法国藏学精粹》等 10 部著作，并在书前
《法国汉学研究丛书缘起》一文中，对耿昇的贡献有所评述。④ 耿昇除了翻译法国敦煌学、丝路学、突
厥学、藏学等专业论著以外，还致力于从法国汉学扩展到法国当代中国学的整体学术体系的译介，他
特别赴法联系法国学界组织撰写，并翻译出版了《法国当代中国学》。⑤ 至 2018 年 4 月去世，耿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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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樊锦诗口述，顾春芳撰写:《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译林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88—94 页。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1958 年首先由向达拟定“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计划，计划收录古籍 42 种。谢方主持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
籍丛刊”至今出版20 册30 多种，大多由著名专家校注，故此丛刊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关系史学科取得实质性进展经典之作的
代表。“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至今已出版 20 多种，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谢方:《为了法国与中国的文化因缘———译坛骁将耿昇》，《世界汉学》1998 年第 1 期。
郑炳林:《法国汉学研究丛书缘起》，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敦煌学精粹》，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2 页。
戴仁编:《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耿昇译，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版。此书 1998 年首版，名为《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0 年扩展为《法国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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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著作 75 部、论文三百余篇，①其引领海外汉学进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对于推动中国中外关系
史学科学术体系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一时期投身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诸多新老学者，共同致力于
引进西方学者的学术成果，出版了一大批译著和论著，充实了中国学者的国际眼光，也繁荣了中外关

系史研究的学术园地。
1999 年学会组织在厦门召开以“海外汉学及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正式将
海外汉学纳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和学术体系之中。在学科初创阶段，引进海外汉学成果对于
推动改革开放以来学科的长足进展，对于从中西交通史扩展到中外关系史的宽广领域，具有开拓意

义。借鉴西方研究的成功经验，对于推进中国学术的发展，如敦煌学、丝路学等取得超越西方学术的
骄人成就起了重要作用。中外关系史学科在引进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充实自身的体系架构，在继承中
国史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新的宏大的学科学术体系。
( 二) 第二阶段: 2000—2021 年，以丝绸之路为研究内核的学术体系全面发展与完善阶段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大力开拓以丝绸之路为内核的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反映了重要的学术转

向。“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Ｒichthofen Ferdinand von) 在 19 世纪后期提出的概念，特
指古代中国经中亚往南亚、西亚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由于大量中国丝与丝织品经此输往西
方，故名“丝绸之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界普遍接受了丝绸之路的概念，开展丝绸之路研究。随
着研究的深入，丝路的含义不断扩大。耿昇认为，关于丝绸之路的所有翻译都是中外关系史:“‘丝绸
之路’的提法，最早是外国人的发明，后来被中国学者认同和采纳，现已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学术名
词，远远地超越了‘路’的地理范畴和‘丝绸’的物质范畴，自从李希霍芬首次将中国经中亚与希腊 －
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后，便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流传开，而且使用得越来越广泛，其外
延也越来越大。甚至成了中西乃至整个中外多领域交流的代名词。”耿昇不仅译介了西方大量有关
丝绸之路的论著，而且大力推动学会组织召开相关学术研讨会以引领学术研究的热潮。2000 年兰州
会议，丝绸之路研究已成为学会年会主题。2001 年学会成立 20 周年，在云南组织召开“纪念学会 20
周年暨西北﹑西南与海上三条丝路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是在中国首次召开的多条丝绸之路比较
研究的国际会议，也是首次将全国研究西南、西北和海上三条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汇集在一起。同
年，学会组织和参与组织四次丝绸之路会议。耿昇正式提出“丝路学”的概念: “丝路研究可成为东
方学中的一门新显学———丝路学。”并总结道:“2001 年是我国学术界对于陆路和海路丝绸之路研究
大丰收的一年，许多学者又称之为‘丝绸之路年’。这一年，我国学术界分别于昆明、泉州、湛江、宁波
和广州召开了丝路研究的学术讨论会……( 云南的) 这次大型专题学术讨论会，使多学科的人员济济
一堂。它突破了过去对三条丝路单独研究的壁垒与旧例，带来一股新风，最早吹响了全年丝绸研究
高潮的号角。”②“丝路学”的提出，从理论上将中国丝绸之路研究推向高峰，开创了中国中外关系史
学科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由此体现了学会以学术号召力和影响力为增强中国中外关系史知识体

系、拓展学术体系、提升话语体系发挥的关键作用。特别是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
倡议，在新形势下更凸显了以丝绸之路为内核的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极大地推动了丝绸之路

研究高潮迭起，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学者和优秀研究成果，切实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发展，也

为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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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万明等主编:《耿昇先生与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 年版。
耿昇:《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国————昆明丝绸之路学术会议综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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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耿昇带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专家团队，参加学会参与组织的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举
办的以“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永恒通途”为主题的太湖文化论坛巴黎峰会。这次学术活动
是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队伍走向世界，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一次重要国际学术活
动，进一步拓宽了学科的研究领域，扩展了学术视野，丰富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体系的内容，培养

了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团队，也体现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术团队的国际影响力。
在学科建设中，中国中外关系史学者重新解释和定义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丝绸之路是一种人

类文明发展观。笔者提出“整体丝绸之路”概念，突破旧的理论分析模式，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模式，把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研究相结合，从理论上力图摈弃“西方中心论”，建构本土的理论结构，
实现丝绸之路为内核的新的学术体系定位，探讨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关系，中国如何影响人类历史发

展进程的问题。“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致力于原创性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关注方法论的创新，为中国
历史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了贡献。”①自 2017 年学会第九届理事会产生，学
会组织和召开的会议主题更加集中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 2017“海陆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启
示”、2018“‘一带一路’与中国故事”、2019 年“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回顾与丝绸之路的互动”、2022
年“丝绸之路与文明互鉴”，进一步推动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丝路学走向全面深入。
马丽蓉全面梳理了百年来国际丝路学研究的脉络及中国丝路学的振兴之路，指出: “‘一带一

路’建设不仅激发了中外学者致力于丝路学研究的积极性，还在客观上形成了丝路学发展的学术新
机遇，使得全球丝路学发展进入转型期、中国丝路学发展进入振兴期。”“让中国丝路学在融入百年显
学的世界发展主流中实现与全球丝路学的‘学术对接’，以彰显‘学术中国’的力量。”②她介绍了丝路
学形成中国学派的事实，彰显了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学术史的梳理是创新的基础。四十余年来，推动学科发展的关键是学会汇聚了老中青三代组成

的优秀学术团队。2018 年底学会接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邀约，由笔者主持组织撰写《当代中国中
外关系史研究 1978—2019 年》一书，于 2021 年完成，现待出版。此书历经三年时间，聚集了 50 位中
外关系史老中青学者的心血，力求全面系统地勾勒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四十余年来在断代史、专
题史和区域国别史领域的发展轨迹与历程，揭示 5000 年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深远关系，呈现中外关系
史研究的整体面貌:无论在整体史还是专题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还是知识传承与队伍建设方
面，四十余年来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此书为读者展现了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界老中青三
代对于历史悠久、复杂丰富的中外关系史学术研究的不懈努力及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是改革开放
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发展历程的开山之作，填补了改革开放以来史学发展史上的一页空白。

五、思考与展望:话语体系的生成走向———建议建立中外关系学

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外关系史学科总的发展历程来看，学会是学科繁荣发展的重要奠基者与引

领者，历届学会理事会构成学科领军人物，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学会已经成为中外学术界从事中国

与世界关系研究的重要平台。在学会组织推动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已建立起自成一体、框架宏
大的学科体系，是以中国为主体开展的中国与世界研究，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自信、增强中国的国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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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万明:《亟待加强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建设》，《中华文化论坛》2020 年第 2 期。
马丽蓉:《百年来国际丝路学研究的脉络及中国丝路学振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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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文化与理论支持。21 世纪以来，学科形成了新的颇具
鲜明特色的研究格局，在中国历史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立足于本土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相结合中

砥砺前行，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界结合中国史与世界史二者研究之长，在参与国际对话、提出原创性理论与

观点方面独具优势。全球化的现实需要具有独特的中国视角和立足点的中国中外关系史研究———
以中国为主体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学科。目前的国际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大多不包括古代历史，因
此，强调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知识谱系的传承与发展的中外关系史学科，具有国际关系史与区域国别

史不能替代的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新形势新语境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从
历史上中国对外的实践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为中国与世界关系提供历史经验与现实启

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是历史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学科。
针对学科未来的理论构建，笔者从话语体系出发，提出建立中国中外关系学的初步设想，以期进

一步加强与完善学科学术体系，为新时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 一) 建立本土化话语中的中外关系学。中外关系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是以中国为主体开展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跨学科、跨文化、跨地域、跨时代、跨语种、跨国别
是其主要特征，而立足本土，增强话语权意识，反思“西方中心论”，解构西方霸权话语，需要寻求“中
国学术的主体性”，充分发掘利用古代历史上的中国话语，从古代对外关系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形成中
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思考如何将一些史学概念从西方定义中解放出来，创新理念，讲好中国

故事。
( 二) 建立现代化话语中的中外关系学。从传统到近现代，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演进过

程，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现在世界史的概念大多来自西方，不少中国学者也言必称
西方，以西方发展道路为标准尺度，中国与世界的大合流与大分流的论争迄今莫衷一是。相关历史
若干重大热点问题，都绕不过对中国中外关系史进程的探讨。这些课题既有对中国在人类历史发展
进程中作用的深刻思考，也有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怀，需要我们不断加强中外关系史学科建设和学

术探讨。
( 三) 建立全球化话语中的中外关系学。在 21 世纪的今天，从全球史视野总结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的历史经验，已形成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崭新动向。中国中外关系史是对于
中国古代各种对外联系活动起源、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研究，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蕴含丰富的对外
交往的历史经验与智慧。充分阐释古代中国在人类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提升中国
文化自信，增强中国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中国中外关系学，在全球史视野下搭建综合中国史
与世界史研究之长的桥梁，构建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新的全球体系研究，
攻关全球学术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这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 作者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邮编: 100101)
(责任编辑:张舰戈)

(责任校对:苑 苑)

541



史学理论研究 2023 年第 1 期

concept until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mpared with terms such as“colonial policy”and
“colonial /colonization”，it was not widely used and carried neither a derogatory connotation nor strong
critic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however，nationalism became a popular global
phenomenon，and the term“colonialism”began to become one of the weapons used by the colonized
peoples to criticize colonizers. From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imperialism”originated and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and“colonialism”acted as the core of
imperialism.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scholars have been seeking an accurate and separate definition
of“colonialism”for decades. Different parties from various cultures offere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mments on the term. By depoliticizing the term “imperialism”， scholars hope to tease out the
complicated impact of colonialism in modern history. Despite these efforts，researchers have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that is，“colonialism” is still a concept whose origin，spread and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imperialism”.

Between Political Principles and Institutional Ｒules: On Lü Simian's View on Historiography / / Xu
Guoli

Lü Simian ha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ili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He made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s with focuses on
their genres and contents，and then summarized them as two genres of historical narratives: the jishi benmo
ti ( 纪事本末体) based on“the principles of order and disorder”and the dianzhi ti ( 典志体) based on
“the system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lthough this view had the disadvantage of emphasizing political
history，it could record history more comprehensively from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spects. Lü Simian's
writing 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critically inherited this tradition. Guide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ical views，he absorbed the strengths of both genres and invented a new mode of compiling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ith synthesis. However，this general history genre also had drawbacks. It became only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events，ignoring the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of human beings and failed to include
biography in the comprehensive compilation of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The 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Debate and the Ethnographic Survey of Liangshan Yi
Society in the 1950s / / Wang Huiying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became the focus of debate on the demarcation of slavey and feudalism in China. Since it was difficult to
unify the competing views among scholars，the hope of solving this problem was pinned on the emergence of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At this time，there was a need to identify social forms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inority areas. As a result，the historical and ethnographic surveys of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became
gradually connected to the discussion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uo Moruo and Hu Qingjun in the 1950s is the epitome. Guo Moruo introduced Hu Qingjun's
study of Liangshan Yi social research in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Western Zhou Dynasty，which
inspired the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riodization debate. In turn，this debate also promoted the deepening
and widening of Liangshan Yi social research. Probing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uo and Hu will not
only help to understand the progress of the debate on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influenced by the ethnographic
survey，but also to capture the influence of the 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s that extended outside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Ｒelations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Ｒelations as a Case Study / / Wan Ming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 China has been an emerging discipline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1981，the Chines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China's Foreign Ｒelations
( CSHCFＲ) was founded，marking the official beginning of this discipline in China. In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tract of the discipline，one would argue that CSHCFＲ has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platform ha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studies，set up disciplinary systems， and shaped academic conversations. It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orld. Based on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we look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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